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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银行与B保险公司关于保险赔偿受益权转让合同
争议仲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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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及在融资合同中约定保险条款时，对融资合同与保险合同的关系的认定问题，以及对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本裁决对于处理融资和保险领域中的此类纠纷具有参考意义。
C公司对D公司存在一笔应收账款。申请人A银行与C公司达成融资协议，约定A银行向C公司提供融资，C公司将其应收账款向被申请人B保险公司投保。根据该约定，C公司与被申请人签署了为其应收账款投保的保险合同，并将C公司的赔偿受益权转让给申请人。之后，申请人以D公司未按照约定向C公司支付应收账款，保险事故已经发生为由，要求被申请人支付保险赔偿。
双方争议的焦点首先集中于融资协议与保险合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仲裁庭认为，申请人与C公司之间的融资协议和C公司与被申请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相互独立存在，C公司不履行融资协议中规定的清偿债务的义务并不必然导致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在本案中，当且仅当涉案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申请人作为保险合同的赔偿受益人方可基于C公司对D公司的债权而对被申请人享有保险赔偿金支付请求权。
本案另一个焦点在于保险事故是否已经发生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仲裁庭认为，保险金请求人，即本案中的申请人，需要先提交一定的证据初步证明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保险事故确已发生之后，证明“保险事故并未发生”之举证责任方转移至保险人，即本案被申请人。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仲裁庭依此决定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一、案情回顾
申请人A银行与C公司于2012年5月30日签署《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约定申请人向C公司发放授信额度人民币28,000,000元，并约定C公司将其应收账款向被申请人B保险公司投保。依据C公司与D公司签署并作为《贸易融资授信合同》附件的《销售合同》，前述约定中的“应收账款”即为D公司应向C公司支付的货款人民币35,100,000元整。
依据《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的相应约定，C公司与被申请人于2012年4月20日签署了《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就D公司应向C公司支付的账款向被申请人投保国内贸易信用险。根据《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的约定，若买方（即D公司）于付款日不付款所导致的债款的损失，保险人（即被申请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C公司与D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同时亦作为《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的附件。
同时，申请人、被申请人、C公司签署《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的附件《国内贸易短期信用保险批单——赔偿受益权转让协议》（下称“《赔偿受益权转让协议》”），约定以申请人为赔款受益人，并在附件中约定将被保险人C公司的赔款受益权转让给申请人。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在2012年5月11日至2012年10月27日期间，D公司并未向双方约定的C公司的收款账号中汇入任何款项。
申请人提出如下仲裁请求：
1.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保险赔偿款人民币30,714,729.34元；
2. 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用人民币100,000元；
3. 裁决由被申请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二、双方观点
（一）申请人的观点
1．申请人主张，《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和《赔偿受益权转让协议》是申请人与C公司所签订的《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的担保。申请人是基于对被申请人的信赖才向C公司发放贷款。
2．D公司至今仍未向被申请人所承保的C公司支付所约定的账款，因此保险事故发生，被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保险赔款。

（二）被申请人的观点
1．虽然申请人与C公司的《贸易融资授信合同》中约定了向被申请人承保的相关内容，但是该合同并未由被申请人签署确认。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该合同的约定不对被申请人产生约束力。
2．申请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已经发生。C公司与D公司签署的《销售合同》，因客观情况变化没有实际履行，且C公司与D公司已经签署《解除合同协议》确认《销售合同》解除的事实，C公司并未在保险期限内交付货物或者提供服务。据此，涉案保险事故并未实际发生。

三、仲裁庭意见
（一）《贸易融资授信合同》与《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的关系
涉及本案核心争议点的《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本质上是由C公司投保及被申请人承保的针对国内贸易行为的信用保险合同。《国内贸易信用险保险合同》中“保险条款”第三条约定，保险事故系指“被保险人于保险期间内交付货物或者提供服务，且于本保险合同保险单所载明的最长发票期限内向买方开具相关发票，而买方于付款日不付款所导致的债款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在本案中，若存在保险事故，则原则上该保险事故理应具体表现为C公司与D公司基于2012年5月10日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业已从事货物买卖交易行为、C公司已向D公司履行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而D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给付货款的义务。
仲裁庭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并不存在“贷款保证保险合同关系”，亦即，申请人对C公司基于《贸易融资授信合同》而产生的债权并非本案中的《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涉案的《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是独立于申请人与C公司之间签订的《贸易融资授信合同》而存在的、由C公司与被申请人签订的贸易行为保险合同。C公司不履行《贸易融资授信合同》中规定的清偿债务的义务并不必然导致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在本案中，当且仅当D公司在C公司已经履行发货义务的前提下不履行销售合同中规定的支付货款的义务，即涉案保险合同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申请人作为《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的赔偿受益人方可基于C公司对D公司的债权而对被申请人享有保险赔偿金支付请求权（以及赔偿受益转让协议中规定的其他权利）。故此，仲裁庭关注的是保险事故是否业已发生；至于C公司基于什么情况下与申请人订立《贸易融资授信合同》、是否履行《贸易融资授信合同》中的清偿债务的义务等问题，与本案争议并无实质的法律关联。
被申请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主张申请人与C公司的《贸易融资授信合同》不能约束被申请人。合同的相对性源于债权的相对性，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合同只约束合同的当事人即债权人与债务人，而与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无涉；二是第三人不会承担违约责任，也不会受领违约责任。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即债权效力及于第三人的情形，主要表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称“《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规定的合同保全、《合同法》第272条第2款规定的建设工程合同中的分包人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313条规定的单式联运合同中的区段承运人的违约责任。C公司与申请人签订的《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第九条“贷款的先决条件”规定，“贸易融资的贸易均须由被申请人B保险公司承保。” 仲裁庭注意到，该《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确实不存在被申请人的签署确认，且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及C公司之间并不存在任何贷款保证保险合同关系，亦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情形。仲裁庭认为，作为该《贸易融资授信合同》担保的是C公司根据涉案《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的规定而享有、后又以《赔偿受益权转让协议》而转让给申请人的《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的赔偿受益权，即，作为担保的是当保险事故发生时申请人具有向被申请人请求支付保险赔偿金的“赔偿收益权”这一权利本身，是“权利”的担保，并非被申请人作为担保的“人”的担保。所以，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被申请人作为该《贸易融资授信合同》的第三人与该合同无涉，不享有该合同中规定的权利且不履行该合同中规定的义务。
综上所述，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仅存在基于《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及《赔偿受益权转让协议》而建立的保险赔偿权受益人与保险人的关系。当且仅当申请人具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国内贸易险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方能启动保险责任核定程序以裁定被申请人是否应满足申请人的保险赔偿金请求权。

（二）关于对证据的采信及证明保险事故是否发生的举证责任的分配
保险合同的基本特征之一表现为射幸合同。射幸合同是指合同的法律效果在缔约时不能确定的合同。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虽在合同成立时已经确定，但保险人承保的危险或者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发生与否，均不能确定。只有当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且保险人应承担保险责任时，保险合同中约定的给付保险金的条件方始成就。
保险合同的另一基本特征表现为格式合同。因此，法律倾向于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人能够初步证明保险事故发生且所发生的保险事故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即可认为其已完成己方的举证责任。如果保险人要拒绝保险金请求权人的索赔请求从而排除自己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须为其拒绝赔偿的主张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保险金请求权人能够初步证明保险事故确实发生之后，证明“保险事故并未发生”之举证责任方转移至保险人。鉴于此，启动保险事故及保险责任核定的前提是，保险金请求权人有一定的证据能够初步证明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且在保险责任范围内。
仲裁庭认为，在本案中，如若赔偿受益人即申请人有证据足以证明信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保险事故业已发生”，申请人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及保险人的相关保险责任而对保险人享有并行使保险赔偿请求权。进而，证据的采信与举证问题，是解决本案核心争议点的重要路径。
1.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申请人提交了应收账款收款账户通知书，应收账款收款账户确认函及账户交易记录，试图证实D公司至今仍未向被申请人所承保的C公司支付所约定的账款，因此保险事故发生。
仲裁庭认为，在假设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没有疑义的前提下，该些证据也只能证明在2012年5月11日至2012年10月27日期间，D公司并未向双方约定的C公司的收款账号中汇入任何款项，并不必然证明D公司与C公司之间存在基于《销售合同》而进行的交易；且在交易实际发生后，D公司没有按照该销售合同的约定向C公司支付货款，从而并不必然证明“保险事故已经发生”。若要证明保险事故发生，必须首先证明D公司与C公司之间存在基于双方签订的销售合同而进行的实际交易行为，且在交易过程亦即合同履行过程中，C公司已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证明D公司未遵照约定向应收账户汇入任何款项（即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货款的义务）方可证明保险事故业已发生。否则，仅就申请人提交的这些证据而言，仲裁庭不能排除存在“双方没有实际履行销售合同（合同解除），交易没有实际进行，即C公司未实际履行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而D公司亦因此无须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货款的义务之情形”。
故，惟有证明“C公司与D公司之间确实存在履行销售合同的交易行为、且C公司业已单方履行合同约定的发货义务而D公司未履行合同约定的支付货款义务”这一前提条件已经成就，申请人提交的这些证据方能形成一条畅通的逻辑理路，以证明“D公司至今仍未向被申请人所承保的C公司支付所约定的账款，保险事故已经发生。”
在庭审过程中，申请人当庭补交增值税发票、油船收发油计量记录、出仓单，试图用以证明“C公司已向D公司按买卖合同约定交付了货物”，即用以证明保险事故业已发生的“前提条件”。在对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并结合被申请人的质证意见后，仲裁庭认为，这些证据存在以下问题：
（1）申请人提交的皆是复印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对于仲裁程序的证据规则，此种规定所体现的程序性法理，通常也予以适用。复印件影响真实性及合法性的确认；复印件在有其他材料能加以印证或者对方当事人对复印件的内容表示承认时，复印件方可被仲裁庭采信。庭审中，申请人无法提供复印件之原件、未见D公司之承认、未见足以“加以印证”的“其他材料”、亦未由被申请人表示承认。
（2）这些证据没有明显的收货人信息，亦无与销售合同中约定的货物买卖交易有关的信息，无法明确证明确系C公司与D公司基于销售合同而进行的交易记录。该些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均无法予以确认。
（3）增值税发票资料均为第三联即购货方记账凭证联。按照交易惯例，一般情况下，若交易实际履行，发票应由D公司持有；而D公司否认该发票资料的真实性并主张从未收到过申请人提供的发票资料。该项证据难以确认其真实性及合法性。
综上，仲裁庭认为，申请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确已发生。
2. 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
（1）庭审过程中，申请人以1995年最高院的批复为根据指出被申请人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因未经过录音当事人同意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仲裁庭查阅，2001年12月21日最高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意见》第70条第3款对私录的视听资料作为证据的合法性进一步规定，“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无疑点的视听资料或者与视听资料核对无误的复制件，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效力。” 第68条规定，“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此种司法解释所体现的一般性证据规则，在仲裁程序中通常也予以适用。基于此，申请人针对被申请人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的质证意见本身（录音未经申请人同意），仲裁庭不予采纳。但由于被申请人提交的电话录音证据缺乏其他证据佐证且存有疑点，仲裁庭认为，该些证据对本案的关键争议点即“保险事故是否业已发生”不具备证明力。
（2）被申请人提交的《解除合同协议》是经盖章确认的复印件。如前述，复印件作为可采信证据必须具备两者至少居其一条件：经过对方承认或具有佐证。但，该项证据显然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因此，对于被申请人提交的该项证据，仲裁庭亦不予采信。
综上，在经历庭审和全部仲裁程序之后，对于本案核心事实疑点——C公司与D公司“是否已进行实际交易及保险事故是否实际发生”，并未获得有效证实。如仲裁庭意见第一部分所陈，在保险金请求权人能够初步证明保险事故确实发生之后，证明“保险事故并未发生”之举证责任方转移至保险人。进一步说，从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而言，举证证明某项法律事实“存在”的“肯定性命题”，与举证证明某项法律事实“不存在”的“否定性命题”，此两者相比较，鉴于举证难度的差异悬殊，举证责任的承担方应归于前者。于本案而言，证明责任原则得以适用，即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得不因举证不能而承担请求被驳回的风险。本案实体问题的核心争议点是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而本案的全部证据不足以证明保险事故业已发生之“肯定性”事实，仲裁庭依此决定驳回申请人的仲裁请求。相应地，相关的律师费及仲裁费用之申请，仲裁庭亦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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